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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關係與治理變革：湘西村級微信群
中國家與鄉村社會的溝通過程研究

向青平

摘要

本文運用網絡民族誌、深度訪談等方法對湘西為民群中國家與鄉

村社會的溝通互動進行研究。研究發現：基於國家與鄉村社會關係，

微信群構建了「社會化社區」，也是作為跨科層制的虛擬治理場景。通

過微信群，村民的治理參與日常生活化。互聯網將公共空間和私人空

間融為一體，日常生活轉向非日常生活。國家通過在微信群滲透到鄉

村社會，媒介亦是國家的延伸。鄉村社會形成「表達—回應—溝通」治

理機制，鄉村社會治理從「體制性遲鈍」轉向「體制性敏感」。在扁平化

的信息流動結構中，代理人權力受到制約。本文提出「鄉村網絡微觀公

共領域」概念，其形成的是權威偏向的混合溝通機制。國家與鄉村社會

溝通互動模式是透視中國鄉村社會治理的主要脈絡。本研究有助於回

應中國鄉村社會治理模式的變化，也有助於反思數位化時代的國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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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社會關係。基於田野經驗材料，本研究提出「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

域」或促進中國鄉村社會治理理論的建構。

關鍵詞：鄉村治理、國家—社會、科層制、日常生活、公共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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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Situation, and Governance Reform:  
A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Countryside 
Society in a Village-Level WeChat Group in 
Western Hunan

Qingping XI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pplies network ethnography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study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rural society among 

members of the “Weimin” WeChat group from Western Huna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rural society, the 

WeChat group has built a “socialized community” that is also a virtual 

governance scenario across bureaucracies. Through such WeChat groups, 

villagers can participate in governance in their daily lives. The Internet 

integrates public and private spaces, and spontaneously, daily life becomes non-

daily life. The country permeates the countryside through the WeChat group, 

and the media is an extension of the stat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rural society has formed a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expression-response-

communication,” and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has changed from being 

“institutionally insensitive” to “institutionally sensitive.” In a flat information 

flow structure, the power of the agent is restricted.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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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of an “online village micro-public space,” which is an authority-biased 

hybri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rural society is the main vehicle for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 This study responds to changes in the mode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helps to refl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rural society in the digital age.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fieldwork, this study proposes an “online village micro-public space” and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rural governance theor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Keywords: rural governance, state-society, bureaucracy, everyday life, public 

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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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reform: A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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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湘西是我生命歷程的起點。在我前期調研及生活體驗中，我深感

鄉村社會治理中溝通不暢、小事也很容易引發大矛盾的治理困境。扶

貧的過程是資源流動及社會治理結構轉變的過程。自2016年，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下稱「湘西州」）要求在行政村（區）建立「湘西為民群」，

建立了基層行政人員和村民共同參與的村級微信群。據《人民日報》報

導：「2018年1至7月，湘西州紀檢監察機關共受理的信訪舉報與去年

同期比較下降了34.4%，重複信訪舉報同比下降31.6%，鄉村職級信訪

舉報同比下降26.8%」（顏珂，2018）。近年來，河南省封丘縣、重慶秀

山縣海洋鄉等地也紛紛建立了類似微信群。國家權力及其意識形態下

沉的過程往往需要與鄉村社會進行溝通互動。「湘西為民群」讓我深思：

在數位化時代，國家與鄉村社會的溝通互動如何改變鄉村權力秩序？

從關於數位化時代國家與鄉村社會的互動研究來看，較多研究習

慣於從國家如何控制、管理鄉村社會研究基層社會治理，缺少國家與

鄉村社會的溝通互動的理論視角；而在研究方法上，諸多研究傾向於

在宏觀層面探討國家與鄉村社會的互動，缺少基於田野材料的微觀視

角研究。近年來中國政治學界湧現出田野政治學派，如華中鄉土學派

房寧、徐勇等學者提出要扎根中國大地、基於經驗材料構建中國政治

學理論。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家與社會的互動是中國治理研究的重

要議題。湘西村級微信群融合了國家與鄉村社會二元治理主體，是觀

察互聯網時代國家與鄉村社會溝通互動的窗口。作為求學在外的湘西

學子，我不斷地往返於田野與理論之間。由此我萌發出研究湘西村級

微信群中國家與鄉村社會的溝通互動及其所產生的治理變革。在田野

材料基礎上，我試圖構建數字化時代中國鄉村社會的治理理論。

鄉村治理：國家與鄉村社會的溝通

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溝通互動

20世紀90年代以來，現代意義上的治理理論研究興起。政治學研

究中，「治理」指的並非是國家對社會進行控制與管理，而是多元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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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持續互動過程，尤其是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結構及其變動。自20世

紀9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開始研究「治理」，並將國家與社會關係互動

作為治理研究的核心理論。俞可平（2000）認為「善治」是社會治理的永

恆目標，善治的本質是官民共治。周雪光（2017）在《中國國家治理的

制度邏輯》一書中提出，除了中央與地方關係外，中國國家治理分析的

向度還包括國家與民眾的關係。基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變動，郭風英

（2013）提出「無主地模式」、「國家控制社會模式」、「社會參與模式」等

不同治理模式。善治（good governance）是公眾利益最大化的治理過

程，實現善治的關鍵問題是形成國家與社會良好的合作關係（人民論

壇，2014：191；郭亮，2013），追求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1。

善治建立在協同理論上，協同理論試圖將國家與社會、公共領域與私

人領域結合起來，以促進「強國家—強社會」的形成。
Oi（1989）在《當代中國的國家與農民》（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中指

出，其並不過於關注國家與社會間力量的消長，而是更樂於討論二者

之間的互動關係。國家與社會間的互動更能體現治理變革及社會秩序

的變化。信息上的持續互動機制是「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的重要組

成（唐士其，1998）。法國學者Smouts（1998）認為「善治」由四個要素構

成，其中之一便是國家與社會的信息溝通與交流。政治溝通是政治體

系在輸入輸出過程中政治信息的交流和交換（王浦劬，2005）。從信息

溝通互動的角度去研究國家與社會互動其實也是政治溝通。政治溝通

被阿爾蒙德和鮑威爾（Almond & Powell, 2007）稱為「政府的血脈」（the 

blood of the government），也被Deutsch（1963）稱為「政府的神經」（the 

nerves of government）。國家與鄉村社會的溝通互動是透視中國鄉村社

會治理變革的理論視角。這既包括政府向民眾自上而下、也包括民眾

向政府自下而上的信息傳播過程。

國家與鄉村社會溝通互動模式引發的治理變革

政治的歷史必然在相當程度上是一部溝通的歷史（黑格、哈羅普

〔Hague & Harrop〕，2007）。國家與鄉村社會溝通互動模式的變化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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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中國鄉村治理變革的脈絡。秦暉（2003：2）將中國傳統社會治理模式

概括為：「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

造鄉紳」。傳統社會，帝國「皇權」止於縣政，鄉村社會的主要組織方式

為宗族。 杜贊奇（Duara, 2003, p.16）提出「權力文化網絡」（cultural 

nexus of power）。傳統社會的「文化網絡不僅溝通了鄉村居民與外界的

聯繫，而且成為封建國家的政權深入鄉村社會的渠道」。Siu（1989）在

《華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鄉村革命的協從》（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中認為，傳統社會中，國

家通過鄉紳將權力延伸到鄉村，鄉紳作為精英成了國家與社會的溝通

仲介。在自上而下的溝通中，鄉紳可以制約皇權下伸；而在自下而上

的溝通中，鄉紳也可以盤剝鄉村社會以獲利，成為「贏利型經紀」

（entrepreneurial brokerage）。傳統社會中，國家與鄉村社會的溝通僅發

生在村民每年交皇糧之際，鄉村社會猶如一盤散沙。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與社會一體化，人民公社體制將村落社區嵌

入到國家政權中，這破壞了村莊原有的內生型社會治理網絡。改革開

放後，人民公社解體，村級組織則處於癱瘓、半癱瘓狀態（戴利朝，
2011：97）。為釋放社會活力，中央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簡政放權讓利」

的行政分權政策。1980年後，廣西宜州市合寨村村委會的自治模式在

全國推廣，此後中國建立健全了鄉村社會自治制度。國家與鄉村社會

的互動路徑為：鄉鎮和村委會成為國家在鄉村的代理人，成為國家與

鄉村社會銜接的橋樑、紐帶，發揮了溝通仲介（mediation）的作用。作

為代理人，鄉鎮及村幹部既要負責信息的編碼（coding）將村民的需求

向上、對外回饋，也要轉碼（transcoding）向下、對村民傳播國家政策。
2006年，農業稅取消的治理意義大於經濟意義。農業稅時期，自下而

上的資源輸送過程中出現代理人操作不規範、劫取資源等問題（賀雪

峰，2011）。

農業稅後，國家與鄉村社會關係整合，代理人與村民的矛盾得到

緩解。但農業稅後，國家資源輸入鄉村社會的過程中卻又出現公共資

源被代理人攔截的現象。孫立平（1993）以「國家—精英—社會」模式

探討中國改革開放前後的社會治理結構，如圖一所示。「精英」往往成

為國家與鄉村社會的溝通仲介。黃宗智（2003）在〈中國革命中的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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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鬥爭〉中提出了四個維度來表述國家與鄉村社會間互動關聯相互 

作用的複雜多重關係。他認為其中「表達性建構」對於形成農民與國家

間新的聯繫紐帶具有重要涵義。鄉村社會官民溝通渠道的不完善可能

引發國家政策落實不到位、地方勢力腐敗，以及村民治理參與度低等

諸多治理問題，進而可能出現鄉村社會治理的「內卷化」（賀雪峰，
2011）。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信息交流使政治系統的運作更為有效（祝基

瀅，1987）。鄉村社會是政治系統的神經末梢，國家與鄉村社會的信息

溝通互動關係到中國政治系統的運作效度。

圖一　傳統鄉村社會「國家—精英—社會」治理模式

從某種意義上說，推進政治溝通的現代化也是在推進國家治理的

現代化（俞可平，2015）。在互聯網時代，傳播秩序從金字塔式的大眾

傳播轉變為新聞、信息和對話的多層流動。陳衛星在《普通媒介學教

程》（Cours de Médiologiegénérale）序言部分認為，傳播製造權力來自於

組織能力、信息內容及信息分享對權力的製造（德布雷〔Debray〕，
2014：16）。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關係、邊界及互動路徑等均可能因為互

聯網這個「最大變量」而發生變化。鄭永年（Zheng, 2014, p. 168）在《技

術賦權：中國的互聯網國家與社會》（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中提出，互聯網在多大程度上能夠

推動政治變革取決於國家和社會力量在機會結構中的互動。國家與鄉

村社會互動的理論視角既是重新深入認識傳統中國的一個重要突破

口，更是過去被忽略的一個突破口（趙世瑜、鄧慶平，2001）。但當下

關於互聯網時代鄉村治理的研究較多集中於國家或鄉村社會的單一方

面，如國家如何控制管理社會或者村民的集體行動如何形成，缺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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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與鄉村社會互動的理論視角，很難形成較為深刻的問題意識。湘西

村級微信群是觀察數字化時代國家與鄉村社會溝通互動的窗口。基於

以上文獻探討，本文的核心研究問題為：

研究問題一： 國家與鄉村社會共同參與的微信群形成了甚麼樣的

溝通場景？

研究問題二： 微信群中國家與鄉村社會如何溝通互動？信息流動

的變化如何影響鄉村社會治理變革？

研究設計

研究對象：「A村為民群」

本文選取湘西深度扶貧村A村為研究對象。A村共有238戶、
1,078人，其中外出務工人數約為700人，佔總人數的65%

2。按照湘西

州紀委的要求，扶貧資源、村務等均須在微信群中公開。行政人員必

須當天回覆村民在微信群中的信息。如若長期未回覆，要對相關責任

人進行處分。例如有縣級政府明文規定：凡一周內三天以上群內未公

示內容，或群內村民反映困難和問題卻始終無人在群內回應，將作為

年終考核扣分依據 3。2011年，我在湘西州的調研結果顯示：手機作為

一種溝通工具，其上網功能並不為村民接受（向青平，2012）。近十年

過去，實地調研發現：除了65歲以上老人外，A村村民普遍使用手機

上網，並安裝了社交媒體及短視頻軟體。

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具有複雜性、特殊性和條件性（鄧正來、景

躍進，1992），國家與社會的邊界應在具體研究中確定。按照《中華人

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村委會從事行政管理工作之

際為行政人員。另外，隨著「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政策的推進，

湘西州村幹部也已脫產。因此本文將村主任、村黨支部書記（村支書）

列為行政人員。按照湘西州紀委的要求，被要求進入村群的有鄉鎮駐

村幹部、鄉鎮紀檢幹部、村幹部及輔警等。但在具體治理實踐中，為

方便溝通，其他部門的行政人員也紛紛加入微信群 4。自2017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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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為民群」先後經過三次更名，分別為：村權監督微信群、監督服

務微信群、為民服務微信群 5。命名的變化也反映其功能的轉變。微信

群中的行政人員必須實名備註職務和姓名。「A村為民群」中的行政人

員如表一所示。

表一　「A村為民群」中的行政人員

序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人
員

州
紀
檢

鎮
長

副
鎮
長

鎮
紀
委

鎮 
綜 
治 
專 
幹

鎮 
組 
織 
幹 
事

駐
村
幹
部

村
幹
部

村 
綜 
治 
專 
幹

支 
援 
工 
作 
隊

村 
計 
生 
專 
幹

大 
學 
生 
村 
官

網 
信 
湘 
西

村
輔
警

總
計

數量 2 1 1 4 1 1 3 3 1 3 1 1 1 1 24

（整理時間：2020年11月20日）6

研究方法

國家與社會的互動研究更多體現在微觀行動者的互動中（張靜，
1998；孫立平，2000）。福柯（Foucault, 2021, pp. 127–142）認為，微觀

權力比宏觀權力更具普遍性和代表性，也「更複雜、更稠密、更具有滲

透性」。孫立平（2002）認為通過「過程—事件」更能把握社會本質，這

其實也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實踐社會學。民族誌是深入官方宏

觀表面敘述之下的方法（Lewis, 2011）。政治學研究中，田野研究可以

避免鏡像思維（mirror imaging），通過辨識「前台」（onstage）、「後台」

（offstage），尋找社會細節、全面觀察分析（房寧，2021）。網絡民族誌

（network ethnography）是一種微觀視角，其研究對象為網絡虛擬空間中

的群體或個人（Hine, 2000）。該研究方法「啟發研究者從更為寬闊和有

持續回饋的語境中去重新審視自己的觀感、探究和發現」（趙旭東，
2017：6）。近年來，網絡社區的參與式觀察方法為社會學及傳播學運

用（孫信茹、王東林，2019；張媛、文霄，2018）。本文採用網絡民族

誌作為主要研究方法，並輔以訪談，這也是政治社會學的研究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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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階段

第一，本文的觀察時間為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11月29日，

我從不發佈任何信息，觀察總時間為一年零一個月。之所以延長一個

多月，是因為2020年年底A村村「兩委」7換屆。進群前，我獲得了A

村駐村幹部的同意。按照「每戶一人」的入群規定，「A村為民群」應有
238人，但實際也會出現每戶多人共同進入「A村為民群」的情況。調研

初，除行政人員外，「A村為民群」共有群成員241名。調研結束之際，

該群總人數為291人。我對州紀檢、村幹部以及駐村幹部等諸多行政人

員發佈的信息進行了統計，共計1,594條 8，主要包括網絡鏈接、圖片

以及文字訊息三種傳播形式。按照研究計劃，我計劃每天以草稿的方

式記錄。但很快發現微信群中的消息不多，後來改為每週週末記錄。

記錄的主要內容為：發言主體、內容以及雙方的互動溝通內容。研究

員重點記錄在微信群中發言的村民，然後與駐村幹部諮詢該村民的具

體信息以確定是否將其列為訪談對象。

第二，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確定訪談對象 9。從諸多研究來看，中

國村民的治理參與往往與其年齡（高旺，2004）、學歷（葉媛秀、古小

明，2009）以及自身利益（苑鵬、白描，2013）具有強相關性。享受過

扶貧政策的村民可能與行政人員有更良性的互動；而文化程度更高的

青年農民治理參與的積極性則可能更強。結合村民在微信群中的發

言，本文最終確定了20名村民進行訪談，其中4位在微信群中的發言

較多，其他16名則基本處於「潛水」狀態。20名村民結構比例如表二所

示，村民的具體信息見附錄。針對在微信群中發言較多的村民，我會

就其在微信群中提出的治理問題進行深度訪談。而針對在微信群中沉

默的村民，我會就日常生活的溝通、微信群建立等問題對其訪談。另

外，為充分了解村民與行政人員的溝通互動邏輯，本文也訪談了4位行

政人員進行深度訪談，分別為：村支書YX；駐村幹部PQS，為碩士研

究生，2018考入選調系統；鄉鎮幹部SX；鎮紀委幹部PH，為碩士研

究生，2017年進入公務員系統工作。這可以更深度地理解雙方溝通互

動的深層邏輯及溝通中可能出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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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A村村民訪談人員人數及結構比例

類型 人數 比例

享受過扶貧政策村民 8 40%

未享受過扶貧政策村民 12 60%

40歲以下 6 30%

40歲及以上 14 70%

高中以下 18 90%

高中及高中以上 2 10%

總數 20 100%

第三，補充材料及效度檢驗。A村行政人員迴避了我的諸多問題，

這為深化研究及檢驗研究效度帶來了困難。2021年2月到4月，我集中

與以下行政人員進行了訪談：

1. 湘西州某機關科員LY。LY原為基層選調生，後在Y縣某部門

工作四年，再通過遴選進入湘西州委某部單位；
2. X縣F鎮黨委書記XY。XY自2015年開始擔任X縣核心鄉鎮

一把手，但在2020年疫情階段調離核心鄉鎮，現於其他鄉鎮

擔任黨委書記；
3. X縣D鎮T村駐村幹部TKX。TKX於2017年通過公務員考試

進入鄉鎮工作，在T村駐村。
4. 通過滾雪球的方式接觸到了X縣D鎮T村的村支書PW。2020

年12月，我參與觀察了T村村兩委換屆過程；
5. X縣D鎮 J村村主任PQ，J村自2013年以來無一例信訪。PQ 

1993年至2003年在村中擔任會計，2003年至2020年任村主任

一職，2020年因年齡原因退休。 

跨科層的虛擬治理場景

作為「社會化社區」

1887年，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在《社區與社會》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提出「社區」、「社會」的概念。這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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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是深刻描述傳統農業社會和現代工業社會的學術理論。滕尼斯認

為「社區是人類共同生活的持久和真實的形式。與社區相對應，社會是

短暫的、表面化的社區。社區應被理解為一種活生生的有機體，而社

會是一種機械的聚合，是一種人造物」（轉引自周曉虹，2002：293）。

滕尼斯的「社區」是自然有機體，「社會」是人為的理性組織。在此理論

基礎上，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Durkheim, 2013, pp. 33–73）提出「有機

團結」（social solidarity）與「機械團結」（mechanical solidarity），中國學

者費孝通（2005：68–76）提出「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

費孝通（2005）在《鄉土中國》中所呈現的是中國基於血緣關係的差

序格局。這其實是前工業社會中的社會組織形式。「A村為民群」是網絡

虛擬空間中基於地緣、血緣的共同體。「A村為民群」不僅是自然有機體

的存在，其由國家行政力量主導建立，州、縣、鎮、村等多層行政力量

均進入微信群，其行使的是與主權（sovereignty）相聯繫的權力。「A村

為民群」兼具「社區」和「社會」兩種屬性， 是一種社區社會化的 

現象（夏學鑾，2001），本文將此類組織稱為「社會化社區」（socialized 

community）。

跨科層的虛擬治理場景

「A村為民群」打破了科層制的垂直化溝通模式，是跨科層的虛擬

社會治理場景。受制於實體關係影響，「A村為民群」所打通的是州以

下的科層。社會組織的變化在於技術與組織的互動（張燕、邱澤奇，
2009）。「A村為民群」之所以形成跨科層的虛擬治理場景，主要來自於

這兩方面：

一方面，行政發包制下的治理效率追求。中國的基層社會治理往

往以運動式的形式實現，這其中往往伴隨著高度動員的官僚組織機制

（周雪光，2012）。精準扶貧工作的展開結合了運動式治理和常規的官

僚機制（歐陽靜，2014）。隨著「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推

進，社會治理資源也下沉到了基層。科層制內部「條塊」界限被打破，

州級以下各個部門的行政力量投入到鄉村社會治理中，形成了州級以

下行政人員與村民對接、對話及共同溝通治理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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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互聯網技術下的場景重組。尼葛洛龐蒂（Negroponte, 

1997, p. 101）認為：「網絡的真正價值正越來越和信息無關，而和社區

相關，互聯網正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結構」。互聯網技術被應用於社區

治理的場景再造。微信群打破了空間對鄉村社會治理主體的身體阻

礙，將多層級行政人員和村民置於虛擬空間中，形成了跨科層的虛擬

治理場景。代理人作為國家與鄉村社會仲介的垂直溝通模式被衝擊，

鄉村社會治理結構由科層制的縱向結構轉向了縱橫交錯的扁平化結構。

日常生活轉向非日常生活

「雞零狗碎」的日常生活表達

過去村民與代理人面對面（face-to-face）溝通，其中混雜著人情因素

且需要親身在場。一方面，村民治理參與的自我效能感（self-ef�cacy）

低。村民XYM勤奮、聰明，在縣城靠做小本生意養活全家。她個人認

為扶貧名單裡有「好吃懶做的人」、「違法進監獄的家庭」。她不滿地向

我傾訴道：「我也沒有親戚在村裡當官。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下面的人

搞壞了。我能怎麼辦，只能算了，怎麼可能公平嘛」10。村民XYM認為

與村幹部的關係是決定其是否獲得扶貧資源的關鍵因素；另一方面，改

革開放後，A村也出現了打工潮、進城熱。按照村支書YX的表述：

「幾乎只有老人家在村莊，能走的都走了」11。即便在外務工的村民想關

心村務，但親身不在場也很難參與鄉村社會治理。村莊的空心化（rural 

hollowing）也使得鄉村社會治理主體缺失。

表達是良性溝通互動的前提。Aristotle（1962, p. 28）在《政治學》

（The Politics）中寫到：「自然界使人區別於動物之處就在於人類能夠理

智表達」。他認為表達使人類得以交流自己的判斷，表達是人溝通的前

提。村民在微信群中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的表達其實也在參與社會

治理。微信群中，村民的表達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行政人員

發佈信息後，村民就相關信息諮詢。這主要包括社會保險、新冠疫

苗、村務以及惠農政策等方方面面；二是，村民主動提出訴求、反映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3).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75

場景、關係與治理變革

自身需求，如關於扶貧資源、村務工作以及自身訴求等等；三是，地

方性新聞信息的傳播，如火災、暴雨天氣、路面坍塌等相關突發事

件。這其中不乏村民轉發的謠言、流言等，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間本土

地區的感染病例、病毒的地域分佈情況等；四是，村民以圖片、短視

頻形式分享其日常生活；五是商業廣告的發佈，如關於招工、商品促

銷等。儘管微信群禁止發佈此類的信息，但仍有村民發佈廣告信息。

新媒體帶來的最主要變化之一是將政治日常化（常江、徐帥，
2018）。村民「雞零狗碎」的日常生活表達其實也集體無意識地參與了鄉

村社會治理。日常生活與一切活動有著深層次的聯繫（王曉東，2005：
38–39）。村民在微信群中的日常生活表達蘊含著其態度、意見及傾向

等。從微信群中的村民表達來看，村莊其實也融合了傳統與現代的多元

治理理念，如城市景觀的拍攝、村民公共政策的關心以及鄉風鄉俗等觀

念。這主要原因是「A村為民群」將真人不在場的村民連繫起來，外出務

工的村民也會分享其在都市工廠中的生活和工作，這其中蘊含著現代化

的個人權利意識。與諸多認為村民治理參與冷漠的研究不同的是（張勁

松、駱勇，2006；趙晉泰，2007）：我發現村民其實也在關心鄉村公共

事務。在自來水、危房改造以及村路等問題上，村民也要「講句公道

話」。如村民XC曾發表「垃圾場都成小孩子的遊樂場了，鐵門還是要上

鎖」12。村民WS在微信群中提醒著村幹部：「村中的老房子要塌了，人

都怕從下面走，領導們是不是該解決問題了，不要等出事了才解決」13。

非日常生活的治理轉向

湘西州地處武陵源山區，每一個村莊幾乎都是大山阻隔的封閉空

間。現代化是不斷改變日常生活的過程。日常生活的演化一般可以分

為原始日常生活、傳統日常生活以及現代日常生活。原始社會日常生

活覆蓋在一切存在的領域；在農業文明時代，過分強大的日常生活結

構存在，其日常生活的惰性和保守性阻礙著社會變革；現代化工業文

明條件下，過分發達的非日常生活和被切割得支離破碎的日常生活世

界存在（吳寧，2007）。湘西封閉空間中的日常生活具有極強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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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保守性和惰性。日常生活的治理脈絡構成該地鄉村社會治理的主

要結構，村莊中仍然保留了血緣宗法、鄉規民約以及人情關係等，這

約束著鄉村社會治理行動者的行為。

進入A村前，我從未想過會在抖音上刷到A村村民拍攝剪輯的短

視頻。村民往往通過視覺化的短視頻記錄和分享個體生命中的日常生

活。村民日常生活的視覺呈現是一種自我表達和視覺展現，其本質是

對自身主體性、存在的尋求和確認。但村民的網絡日常生活記錄也可

能會引發全國輿論。如2019年11月湘西某女教師關於日常生活的記錄

在網絡流傳後，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等諸多主流媒體對扶貧中的

形式主義及官僚主義進行報導。近年來，鄉村社會違背現代治理理念

的習俗、行為等可能形成全國性的網絡輿情，如山東殘障女子方某洋

家暴事件等等。互聯網將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融為一體，鄉村社會的

日常生活可能會擺脫了屬地約束，地方性事務溢出本地空間範圍。

中國現代化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打破過分強大的日常生活交往模

式，發展薄弱理性化和法制化的非日常生活交往（吳寧，2007）。非日

常生活是一種公共的、理性的社會交往方式。近年來，X縣的諸多治

理問題被魔幻般地置於前台，成為全國範圍內的公共討論問題。網絡

輿論的爆發具有不確定性、未知性及意外性特徵。X縣多次被中央級媒

體點名，其原因在於村民日常生活的網絡記錄，如過去被遮蔽的交通

事故又忽然形成網絡輿論。X縣F鎮黨委書記XY感受到了輿論隨時可

能爆發的「焦慮」14。馬克思．韋伯（Max Weber）的現代化理論及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的「模式變項理論」（pattern variables）均認為現代化的

歷史進程是不斷理性化的過程。傳統社會以情感、傳統及習慣為基礎

的行為要讓位於理性行為（丁學良，1998）。封閉空間中的日常生活具

有極強的保守性和惰性。網絡輿論勢能下，日常生活成為非日常生活

的輿情事件，日常生活中落後的鄉村治理問題在公共空間被理性討

論。這倒逼著基層社會治理制度結構的變化，培養了村民現代公共理

性思維。鄉村社會日常生活的自發、落後秩序轉向理性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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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莊的信息流動與治理變革

2020年T村村兩委的選舉引發了選舉謠言。
2020年12月 15，屋外寒風嗖嗖，Y村6位村民圍坐火塘 16。一位村

民的到來為火塘邊的村民帶來了飯後談資：「你們曉不曉得，T村選舉

沒搞好，縣裡都派人來查了」，其他村民也將他們道聽途說的情況你一

言我一語地進行分享。

村民們紛紛相傳，T村村民只在投票單上寫自己親戚的名字，原因

在於村民認為村幹部只給親戚扶貧資源。T村出現了選票不集中，甚至

有幾十位候選人的情況。但實際情況卻是：2018年C村與D村合併為T

村。P氏和X氏家族為C村的兩大家族。相傳P氏和X氏同祖同血脈。

選舉過程中，C村合力選舉年輕大學生TS為村主任。C村村民算來算

去，認為TS的票數最多，應該當選。但實際情況卻是，TS並不具備村

主任的當選條件。儘管駐村幹部多次解釋TS無法當選原因，但P氏和
X氏家族仍將其質疑向周邊村莊傳播。在村民添油加醋中，鄉村輿論

逐漸形成各種各樣的謠言。事實上，縣裡也並沒有調查T村的選舉。

為避免正面衝突，但又希望官方知曉其主張，村民往往以「隱藏的

文本」（hidden transcript）作為其表達方式。「隱藏的文本」用以說明發生

在後台（offstage）的話語，它避開掌權者的直接監視，通過掩蓋痕跡使

傳播者的危險減至最小， 是一種具有底層邏輯的表達（郭於華，
2002）。在村民看來，熟人社會（acquaintance society）公開表達的可能

代價是扶貧資源的喪失。謠言作為一種「隱藏的文本」如同平靜水面下

的潛流。儘管事實可能存在偏差，但村莊中廣泛傳播的謠言卻蘊含著

村民真實的情感態度。T村選舉反映了鄉村社會治理的問題在於：上下

溝通不暢而導致鄉村社會治理問題。政府的理性制度進入鄉村社會治

理場域，往往需要深度嵌入鄉村社會的內生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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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嵌入鄉村社會日常生活

I. 媒介亦是國家的延伸

微信群未建立前，村幹部往往以紙質海報、橫幅以及宣傳牆等方式

進行政策傳播，村民之間則通過口耳相傳，傳播規模小、信息易流變且

傳播主體受限於身體是否在場。「A村為民群」中，自上而下的信息傳播

路徑如圖二所示。州、縣政府的政務信息為縣級融媒體中心、政務新

媒體解讀且傳播。X縣政府部門上午開會，縣級融媒體中心及縣級政務

新媒體就能在當天晚上將會議內容製作成新聞，鄉鎮駐村幹部再將信息

轉發至村級微信群。另外，村幹部、鄉鎮駐村幹部往往以圖片、文字

的形式轉發到微信群。這其實擴大了行政人員與村民對話的規模性，

提高了信息傳播的確定性。即便村民身體不在場，也能及時了解村莊

中的信息、參與村莊治理。從「A村為民群」行政人員發佈的信息來看，

信息發佈的內容包括中央、省級新聞，縣級行政部門政務信息以及村務

等等，涉及對農政策、村務活動以及農業生產等方方面面。

圖二　「A村為民群」自上而下信息傳播路徑

20世紀初，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提出「科層制」（bureaucracy）。

中國形成了以等級有序的科層制組織來進行國家治理的傳統（周雪光，
2011），五級政府的設置（中央、省、地級市、縣、鄉）使得自上而下信

息量的損失和信息失真的概率加大（周天勇，2008）。在上而下的信息

傳播過程中，對農政策內容傳達至縣域政府及幹部後很容易「懸浮」。

代理人作為溝通仲介的鄉村治理模式往往產生代理人的信息特權。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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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事務不公開或有選擇性的公開往往會滋生村幹部的腐敗。另外，代

理人的政策闡釋水準不一致，政策信息往往也會出現扭曲、失真等問

題。2018年，「湘西為民群」設計者、湘西州委原紀委書記鄧為民認

為：村莊腐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村權運行不規範，村務公開不真實、不

全面、不透明，流於形式，監督乏力等是主因」（轉引自顏珂，2018）。

相對於垂直化的科層制信息傳播路徑，村級微信群實際減弱了代理人

轉碼過程中的信息扭曲、遺漏及隱瞞等。

傳統社會中，處於官制系統之外的地方權威卻實際控制著地方區

域的內部事務，帝國的意志經過各級仲介層層變通，往往不能真正觸

及地方（張靜，2000）。封建社會中的國家治理，儘管高度集權，但基

層滲透力（infrastructural power）薄弱。麥克盧漢（McLuhan, 2000）提出， 

媒介是人的延伸。微信群將原子化的村民聚集在網絡空間中，國家權

力延伸到了鄉村社會的神經末梢，媒介亦是國家的延伸。通過微信

群，國家接觸到最邊遠的村莊中，連接了原子化的個體，從而實現國

家與鄉村社會的連接。正如湘西州某機關科員LY所說：「我們雖然人

在吉首 17，但我能在微信群裡看到村民、接觸到村民」18。微信群成為

國家滲透鄉村社會的基礎設施，這其實提高了國家的基層滲透力。

II. 國家在日常生活中相遇鄉村社會

2020年秋，因多日連續暴雨，A村水稻無法像往年正常晾乾。A村

紀檢專幹在群中發佈信息：「家裡有稻穀沒曬乾的可以去某某地烘乾，

烘乾費用縣裡補貼部分」19。村民紛紛就「烘稻穀」一事進行諮詢。村民
QS在群中回覆為：「急群眾所急，感謝村裡，希望有專人盡快組織村

民去烘乾，我也有1,000多斤急需烘乾」20。2019年，QS祖宅曾被大火

燒滅。政府為其解決了暫住地、保險賠償及房屋修建等問題。過去，

村民與行政人員的線下良性互動很容易轉化為村幹部與村民私人間的

互動。村民QS在微信群中表達感謝後，多位村民以微信表情包等方式

為行政人員點讚，微信群中國家與村民的良性互動也更公開化、制度

化。

人是現實生活的凡夫俗子，村民是最貼近日常生活中的群體之

一。日常生活是一種「鏡像」，權力往往會在日常生活中投射。孫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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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94）認為：「我們對日常生活的強調……是將日常生活看作普通

人與國家相遇和互動的舞台」。現代國家能更突出地滲透到人們的日常

生活中，行政權力的「彌漫」使得地方性社區從以往較為自主的區位走

向全民社會行政細胞化（朱健剛，1999）。鄰里糾紛、農業種植等細微

繁雜的日常生活將國家權力、基層動員以及個人訴求等相勾連，成為

國家與鄉村社會相遇的舞台。國家通過日常生活嵌入到鄉村社會，促

使國家權力和意志的自然化與正當化。國家的日常生活信息發佈其實

也體現了國家治理意圖。如改革開放後，傳統社會道德失去約束力，

法律並未在基層確定，鄉村社會失序（孫立平，2004）。為重構鄉村社

會的秩序，基層行政人員在微信群中進行普法宣傳、發佈地方先進人

物信息，如地方子女孝順典型案例等，試圖通過普法、重構道德彌補

鄉村社會的失序。

國家必須考慮村民在日常生活的感受以真正實現社會治理的變

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認為鄉村社會的政治變革要和村民的日

常生活感受結合起來。群眾日常生活沒有變，人們的意識、態度並沒

有改變，這樣的宏觀革命是不徹底的（轉引自吳寧，2007）。國家要注

重對村民日常生活的改造與改革，所要喚醒的是村民日常生活感受的

改變。在「A村為民群」中，行政人員發佈住房、農業生產、醫療信息

以及生產技能培訓等服務村民日常生活的信息。如面對2020年洪水天

災，基層政府進行了農業生產活動的日常生活議程設置。村民們在「A

村為民群」中以表情包的方式感恩政府，這其實提高了國家認同。這是

一種村民自發的對生產生活的情感流露。在日常生活的服務及溝通互

動中，官民形成強情感連接。微觀日常生活的良性溝通互動增強了村

民對國家宏觀制度層面的認同。

德國哲學家布伯（Buber, 1986）認為，對話的本質在於對話雙方的

精神「相遇」。真誠的對話溝通更多的是雙方價值觀、精神的連接。政

府的網絡日常生活議題設置如若未嵌入鄉村社會的價值觀系統，極大

程度地冒犯村民的日常生活常識則意味著引發眾怒。如A村將養豬場

修建在祖先留下的水井上，這其實是對村民日常生活常識的冒犯，遭

到了村民的質疑。F鎮黨委書記XY提到：「村民提出扶貧要修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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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因山高陡峭等現實因素實在無法實現村民的要求，也要獲得最大多

數村民的認可，並公開向村民說明。一般來講，我們也能獲得村民的

理解」21。憑藉著對常識判斷，村民往往也能諒解行政人員的舉措。鄉

村中的輿論也在修正村民的行為，村民不合理的要求往往會在鄉村中

的輿論受到指責。宏觀在銜接微觀的過程中，往往需要行政人員將非

日常語言轉變為日常語言。村支書往往以「各位父老鄉親」作為其發佈

通知的開頭。但微信群中也有生硬晦澀的行政語言，如「堅決貫徹落實

上級指示精神」22。

從「體制性遲鈍」到「體制性敏感」

I. 體制性遲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T村駐村幹部TKX向我說起了這樣一個案例 23：

某村有一位老農民，他認為村幹部在退耕還林中有貪污的嫌疑。

距離當時已過去十幾年了，但這位老農民不斷寫信要舉報基層行政人

員，總涉及2,000多元人民幣。按照村幹部TKX的推測，在當時的溝通

過程中可能未解釋清楚。之後無論基層幹部怎麼解釋，村民都不相

信。這位村民便以更激烈的方式向上反映問題。

基層社會是引發利益衝突和社會矛盾糾紛的源頭。「A村為民群」

建立前，村民的訴求往往通過村幹部回饋到鄉鎮，再由鄉鎮傳達到縣

級政府。如T村駐村幹部TKX所說：「一般而言，村民回饋到縣級政府

就已經是非常大的事情」。村民反映的問題一般都是日常生活小事，但

如果村幹部無視村民的「小事」，則可能出現鄉村社會越級上訪等非良

性互動的治理問題。唐斯（Downs, 2006, pp. 129–130）認為：「科層制

中，每個科層上的官員向上層傳遞的信息都傾向於扭曲信息的真實

度，即都會誇大對自己有利的信息，盡量減少或隱藏對自己有害的信

息」。于建嶸（2008）認為基層社會治理中存在「體制性遲鈍」，即陷入

起因都很小，但基層反應遲鈍、事件爆發輿論的基層治理怪圈。

改革開放後，中國從總體性社會向複雜性社會轉向。不同利益主

體需求的碰撞意味著糾紛、衝突等，基層社會治理問題因治理價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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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多元而逐漸複雜化。伊斯頓（Easton, 1989, p. 110）在《政治生活的

系統分析》（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中指出，「無論何時，需

求大量的表現出來，以至於系統沒有能力把它們吸收下來並通過各種

通道傳遞給權威當局，就必然對系統造成壓力」。基層社會如若沒有中

間組織表達利益訴求，矛盾糾紛要麼沉沒、要麼很容易極端爆發（孫立

平，2000）。在多次回饋—碰壁的單向溝通迴圈中，村民會累積無助、

憤怒等負面情緒。互聯網環境中，傳播資源的社會化以及傳播權力全

民化，封鎖消息很難解決基層社會的治理問題。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

心（CNNIC）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6月，中國農村線民規模為2.97

億，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59.2%。基層網絡需求表達的多樣性以及

其矛盾的複雜性都可能對政治系統造成壓力、形成治理風險。

II. 體制性敏感轉向：「表達—回應—溝通」治理機制

2020年5月9日晚8點18分左右，湘西州的一位村級微信群中，網

名為「夢裡水鄉」的村民以短視頻形式反映「廁所改造」的品質問題（向

民貴，2020）。此消息發佈後，其他村民則在微信群中議論紛紛，微信

群中形成了憤怒的輿論氛圍。「夢裡水鄉」消息發佈一個小時後，村幹

部、駐村幹部、鄉鎮幹部紛紛表示要「調查核實」。短短兩小時內，村

鎮兩級行政人員回覆了村民。5月10日上午，村鎮兩級行政人員便對

工程專案品質進行了檢測，並將專案問題上報到縣農業局。當日縣農

業局分管領導和技術人員就到場調查，最後發現專案品質問題是包工

頭的問題。

費恩伯格（Feenberg）認為技術是非中性的社會性產物，在技術的

使用和設計中其實就已滲透進了社會的價值（轉引自朱春艷，2006）。
20世紀90年代以來，科爾曼（James Coleman）、林南（Lin）及帕特南

（Robert D. Putnam）等人紛紛提出社會資本理論（social capital theory）。

作為一種新的權力來源，互聯網為「相對無權者」（powerless）進行賦權

（喻國明、馬慧，2016）。「A村為民群」拓展了村民的社會網絡，村民

在微信群中的表達與其社會資本、是否真實在場的關係不大。夏瓦

（Hjarvard, 2018）認為，微信空間治理的聊天化，所有參與者彼此處於

平等地位。「A村為民群」中，官民間的對話結構更加扁平化。群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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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形式上擁有同等的談話時間、空間和機會。通過連接州以下的

行政人員，微信群中村民的需求也可能會得到州級行政人員的回覆。

這對於過去長期深處深山裡的村民來說是從未想像過的。

伊斯頓（1989：109–110）將「從群體向另一個子群資訊流動的路徑

稱為甬道（channel）」。政治系統中的成員以資訊的流動改變權威性的決

策，因此每個政治系統都有需求網路（the �ow channels of demands）。「A

村為民群」為村民自下而上的需求表達提供了甬道（channel）。就甬道容

量（channel capacity）而言，村民在微信群、網站反映的諸多問題均會被

記載。甬道結構（channel structure）方面，伊斯頓（1989：115）認為，「在

一個政治系統中，結構分化程度越高，也就越能把更多種類和數量的

需求輸入到系統中」。相對於自下而上零散的、分散的非正式口頭表

達，「A村為民群」中村民的需求更加聚集化、規模化，身處不同地區

的村民都能集中地進行需求表達。相對於分散的鄉間三五成群的議

論，微信群其實能形成更有力量的鄉村輿論。只要村民發佈消息，州

級以下的信息歪曲、瞞報及封鎖消息幾乎成為不可能。按照「A村為民

群」的規定，即便村民反映的小事也要得到行政人員的及時回覆。跨科

層的鄉村社會虛擬治理空間中，其他行政人員也能迅速有效地發現鄉

村社會治理問題。這減少了村民在日常生活反饋碰壁過程中所產生的

積怨。

村民在網絡虛擬空間可隨時反映問題。如2019年10月19日，在

「A村為民群」中，村民轉發了一則短視頻。該短視頻顯示：某縣城政

府辦事員態度惡劣，甚至意圖打人 24。該短視頻迅速在鄉村諸多其他村

級微信群中傳播，形成了地方範圍內的輿論。事發當晚，政府部門便

發佈聲明對該辦事員作出停職處理。近年來全國性網絡輿論的爆發頻

率在減少，但地方範圍內的網絡輿論仍在不間斷地爆發。H省B市網信

辦副主任ZH認為微信群的作用在於：一是，基層社會的治理問題不進

一步演化為網絡輿論；二是，通過多主體協商，基層的矛盾和糾紛能

在微信群內化解 25。相對於「體制性遲鈍」，依靠微信群發現解決基層社

會治理風險的模式逐漸促使基層社會治理形成了「體制性敏感」機制。

這其實是在互聯網時代，行政體制對村民網絡需求表達以及其可能引

發輿論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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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俗習慣、鄉規民約等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約束著村民 

的日常生活，是維繫鄉村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謝暉，2004；Geertz, 

2000）。改革開放後，地方性共識在劇烈的變動中減弱甚至喪失了約束

力（賀雪峰，2013）。但鄉村社會治理還需要考量現代理性治理因素。

鄉村社會治理的複雜性在於其需要融合德治與法治多重治理理念。如

三十餘年前，A村村民參與修建了小水電站，修建之初村民與基層政府

達成民間口頭承諾，所有村民可以免費用電。隨著國家電網的普及，A

村村民仍堅持不肯繳費。但無論是關閉總電閘，還是縣級行政人員進

村勸說，均遭到了村民的抵制。基層幹部線上線下以「舉例子，講道

理」的宣傳方式將村民納入理性協商層面，最後村民與基層行政人員達

成了共識。在衝突情境中，網絡空間中非面對面的溝通將雙方置於理

性討論層面，也能避免線下的直接衝突。中國地域廣闊，每個村莊都

有其社會治理脈絡。鄉村社會治理往往需要協商以實現「在地化」

（localization）治理，溝通協商所產生的交往權力有助於國家運用濡化能

力（enculturation）。

「A村為民群」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表達—回應—溝通」治理機制，

其運行機制如圖三所示。「表達」即村民在微信群中訴求、期望、利益

等需求的表達；「回應」即為基層幹部快速表態回覆。根據「糾紛金字

塔」理論：低層次糾紛解決比例的減少，相應地會使高層次糾紛解決比

例上升（郭星華、曲麒翰，2011）。近年來，「楓橋經驗」在全國推廣，

為預防「小事變大事」，要將矛盾化解在糾紛發生的源頭。一般而言，

村、鎮兩級就能解決村莊出現的大多數糾紛矛盾；「溝通」則是多元主

體的對話溝通協商治理。溝通互動層面，不僅是官民溝通，還涉及村

民間的溝通、政府部門之間的溝通。「表達—回應—溝通」治理機制既

有線上溝通，也涉及縱橫交錯結構上多行政部門的線下協同。鄉村社

會治理矛盾糾紛往往瑣碎繁雜，大量糾紛矛盾通過對話溝通解決，從

而降低了基層社會治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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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表達—回應—溝通」治理機制

扁平溝通結構下的代理人權力約束

I. 代理人權威衰落的鄉村社會秩序

在2011年、2013年的田野調查中，我發現：A村村民與政府的信

息溝通渠道單一，村民反映問題的對象主要為村幹部。村幹部如若沒

有回應或者回應冷漠，村民就很難再主動關注村莊中的社會事務，社

會治理參與意願較低。農業稅取消後，國家資源下鄉，但以代理人為

仲介的垂直溝通系統產生了信息的不對稱。信息不對稱往往製造信息

特權，信息強勢方能利用信息優勢損害信息劣勢以獲得利益。社會資

本弱的村民往往被排斥在鄉村社會的治理場域。為反映鄉村社會治理

問題，村民往往通過越級信訪的方式實現利益訴求。在「不出事」的基

層社會治理邏輯下，信訪模式中出現了專職信訪人員（賀雪峰、劉岳，
2010）。據湘西州紀委統計，2016–2017年，在精準扶貧專項監督和腐

敗問題的專項整治中，70%以上的信訪舉報反映的是村幹部存在腐敗

和作風問題（顏珂，2018）。

權威是維繫鄉村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鄉村社會有「中間人」化解糾

紛的傳統。無論是傳統社會鄉紳，還是作為代理人的村幹部，都是調解

鄉村矛盾糾紛的「中間人」，「中間人」往往在村莊中擁有較高權威。韋伯

（Weber, 2010）認為，任何組織的形成、管治、支配均建構於某種特定的

權威（authority）之上，適當的權威能夠消除混亂、帶來秩序。他將權威

分為魅力型、傳統型及法理型。傳統社會中，將國家與鄉村社會勾連、

具有公共特質的鄉紳屬於魅力型權威，其也被韋伯稱為克里斯瑪權威

（charismatic），是鄉村社會的內生權威。賀雪峰（2011）認為，代理人的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3).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86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權威衰落、信任危機及資源分配不公進而造成村民的力量感、正義感與

是非觀的喪失。糾紛形成的積怨沉澱在鄉村社會中，一旦細微的矛盾糾

紛爆發，鄉村社會往往會發生惡性刑事案件。

II. 代理人的「不敢亂來」

2020年9月8日，「A村為民群」的村民積極討論自來水問題。村民

諷刺：村裏自來水只有上面領導檢查的時候才有水來。其中村民SJ在

微信群中質疑：「@鎮紀委副書記LYP@村支書：你們說說『兩不愁，

三保障』是甚麼？」 26。村民SJ告訴我他通過微信群、抖音等社交媒體

了解到「兩不愁，三保障」的脫貧標準 27。信息賦能村民，村民SJ以國

家政策質疑基層行政人員的不作為。村民SJ為青年農民，曾為村小組

組長。村民SJ曾因務工補貼冒領等與村幹部產生矛盾糾紛。微信群

中，被邊緣化、被排斥在鄉村治理之外的村民也可以參與村莊的治

理。SJ向我展示了其點讚的抖音短視頻，其中多條涉及國家政策、地

方政策及反腐影視劇等。

減少信息歪曲的辦法是消除中間人、維持扁平的層級組織（唐斯，
2006）。安東尼．吉登斯（Giddens, 1998）提出結構化理論，該理論認為

社會結構與能動行動者間彼此建構。鄉村社會溝通結構的變化促使鄉

村社會權力關係及其治理結構發生變化。「A村為民群」中，代理人主

要受兩方面制約：一是，村民的信息發佈對代理人形成輿論監督；二

是行政力量的制約。鎮紀委人員PH稱：「不止（不僅僅）是村群起作

用，對村幹部起到約束作用的還有國家制度和政策」28。A村村支書YX

在微信群中稱：「村幹部是在群眾眼光及紀委的監督下做事，不敢亂

來」29。村支書「不敢亂來」的背後是鄉村社會溝通結構變化下的權力自

覺。

鄉村社會中的官民對話溝通其實也增強了基層政府的公信力。縣

政中，對於村民而言，國家行政人員非常神秘，似乎縣長就是最大

官。村民對行政人員存在著「不作為」、「清閒」、「貪腐」的想像。無論

村幹部如何解釋，部分村民總認為村幹部都是貪污腐敗的。村民SQ甚

至對外聲稱，不管村主任是否合法合規，只要在精準扶貧中沒有他的

名額，他就要去信訪 30。湘西村級微信群的新聞材料顯示，有村民在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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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9點諮詢醫療報銷並抱怨：「『當官』的都睡著了，等『當官』的醒了再

給我答覆吧」（田術雲、楊少游，2018）。但沒想到的是，基層行政人員

馬上回覆了他的疑問。村民往往將其對行政人員的暗自揣測和誤解以

謠言的形式進行傳播。F鎮黨委書記XY認為：「『湘西為民群』實際上

是『讓群眾明白，還幹部清白』」31。這其實起到了維護基層行政人員權

威的作用。
2020年以來，「A村為民群」雙向對話的頻率明顯下降，逐漸陷入

了行政參與、村民沉默的治理困境。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現實的鏡像世界阻礙了村民的行動。Plato（1974, p. 316）提

出了知名的「洞穴理論」（allegory of the cave）。基層社會口耳相傳的線

下輿論所建構的世界阻礙了村民行動。礙於人情和面子問題，村民也

並沒有在微信群中表達，其真實情感態度暗流於三兩人群聚集的微公

共領域中或以隱藏文本的方式流動於村莊中。即便行政人員在微信群

中發佈了村權監督案例、儘管有線上信息不斷告知村民只要信息發佈

就可能會受到重視處理，線下輿論環境卻阻礙了村民行動，村民治理

參與的自我效能感低。

第二，基層行政人員也會逃離互聯網的制約。溝通的前提需要雙

方權力的對等和坦誠的態度。正如Srader（2015, p. 98）所言：「任何說

話者都面臨對著空氣自說自話的風險，或者說，就像朝空中拋一個

球，而聽者接住這個球並拋了回來，從而成為一個遊戲一樣」。「A村為

民群」中多元治理主體的存在意味著治理力量的權力博弈。「上面千條

線，下面一根針」，基層行政人員其實很難一一與村民解釋國家的諸多

治理政策。基層行政人員也會將反映次數過多的、反映問題激烈的村

民，如「罵娘」的村民從微信群中踢出，鄉村社會的諸多治理問題仍然

無法線上解決。

網絡微觀公共領域與權威偏向的混合溝通

採用國家與社會關係理論作為理論工具難以迴避的是中國公共領

域的討論。Rankin（1993）認為在中國語境下，中國的公共領域要求國

家的在場、一定程度的自治或主動的社會參與。1989年，美國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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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達爾（Dahl, 2006）提出「微觀公共領域」（mini-populus）。此後不同學

者對「微觀公共領域」進行定義，但強調的是參與規模有限的小型集

會、利益相關者直接對話和協商。借用達爾的概念，本文將湘西村級

微信群界定為「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域」（online village micro-public 

space）。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域在國家主導下、基於鄉村有機社區成

立，解決了國家與有機社區的連接和溝通問題。其參與的規模範圍 

有限，利益相關者包括村民、也包括不同科層的行政人員。鄉村網絡

微觀公共領域融合了自上而下的權威性溝通以及自下而上的表達

（expression）性溝通。國家主導建立的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域吸納鄉村

社會參與溝通治理，為鄉村社會提供了自下而上的表達管道，其所形

成的是權威偏向的混合溝通機制。

鄉村網絡公共領域體現了鄉村社會通過正式制度溝通能力微弱的

體現。國家「幫扶」或「代替」鄉村社會主導並建立了鄉村網絡微觀公共

領域，緩解了因代理人溝通而產生的資訊的扭曲變形以及鄉村社會公

共領域缺失等諸多治理問題。在媒介化社會（media society）中，國家通

過技術延伸到鄉村社會中，試圖改變因技術變革可能產生的非可控的

社會變革。隨著中國的現代化推進，傳統社會「權力文化網絡」的適用

性在逐漸降低，鄉村社會仍應建立在「契約式溝通」上，即理性之下的

溝通互動。儘管近年來中國多地為創新鄉村社會治理，試圖通過「新鄉

紳」重塑鄉村社會秩序（成夢溪，2021），但現代化治理仍然要納入更理

性、正式及法治化的治理體系中，「新鄉紳」是否能在鄉村社會治理中

成為持續維繫鄉村社會秩序的力量仍需考量。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域

中，代理人的灰色權力地帶被國家吞噬，或者說，代理人其實已經國

家化。相對於代理人作為仲介的溝通治理機制，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

域是行政制度下更理性、村民更廣泛參與的治理模式。

溝通互動往往產生協商。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

是人民民主的真諦。距浙江溫州民主懇談會已二十餘年，民主懇談會

的本質是協商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模式。該模式中多元治理

主體以面對面的小組討論方式進行溝通協商治理。現代化進程中，中

國基層治理的現代化要實現協商民主的制度化以及最廣泛的協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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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問題。林尚立（2016）在《論人民民主》中認為，日益完善的協商民主

制度體系加上日益發達的網絡技術，無疑將為人民群眾參與國家制度

提供有效的保障，從而使新型的人民民主有了切實的實現條件。互聯

網為中國鄉村社會協商民主的實踐生產了空間和平台。鄉村社會網絡

微觀公共領域將分散的、邊緣化的村民納入到鄉村社會治理系統中。

在更開放的交流環境中，實現最廣範圍、最廣泛化的鄉村社會治理參

與，矛盾糾紛等在國家可控範圍內協商溝通解決。多元治理主體在不

斷衝突、溝通的過程中促進鄉村社會權力秩序的動態調整。在日常生

活治理實踐層面，國家與鄉村社會達成微觀治理共識。

國家與鄉村社會關係的互動變化意味著鄉村社會治理的變革。現

代化治理的根本是要進行「國家政權建設」（state making）。按照蒂利

（Tilly, 2007, p. 1）的觀點，「國家政權建設」是國家對社會的強化過程。

「國家政權建設」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合理化的、能對社會與全體民眾

進行有效動員與監控的政府或政權體系（紀程，2006；于建嶸，2011）。 

杜贊奇（2003）認為，國家政權建設包含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國家權力

對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各個方面的控制逐漸加強；二是在現代化民族

國家內，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也在逐步擴大。隨著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

域在全國的推廣和普及，國家通過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域嵌入到鄉村

社會毛細血管，將鄉村社會分散的、多中心的權威體系轉變為國家在

鄉村社會的治理組織，鄉村社會被國家組織整合，國家在維護鄉村社

會秩序上發揮重要作用。在國家主導下，鄉村社會的建設性意見調整

了基層社會治理制度。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域中，國家與鄉村社會的

良性互動其實也完善和促進了國家政權建設。

討論與反思

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域中的溝通仍然存在溝通地位不平等、溝通

不充分等諸多問題。鄉村社會中，強國家與弱社會間的持續溝通以國

家的自主性和強制性為必要條件。國家與鄉村社會的溝通互動則以行

政制度和社會結構的變化為前提。為推動鄉村振興、精準扶貧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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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國家監察制度下鄉，基層社會治理資源下沉。單靠互聯網確實

很難推動國家與鄉村社會的可持續協商溝通。鄉村社會的自治能力不

足，國家只有強力介入鄉村社會治理以推進鄉村社會治理的現代化。

但一旦國家強制力或自主性不足，鄉村社會又缺少內生秩序的力量，

鄉村社會治理又往往會陷入失序的治理困境。國家又要再介入鄉村社

會治理以改善治理亂象問題，鄉村社會形成了「依賴型溝通治理模

式」。這種治理模式往往又需要國家投入更多的社會治理資源以維繫鄉

村社會秩序。數位化時代如何有序釋放鄉村社會自治力量仍然是中國

鄉村社會治理的重要問題。

數位化時代，國家不知曉的、遮蔽的、要表達的，鄉村社會認同

的、反對的、要揭露的都在網絡空間中呈現。互聯網已嵌入到國家與

鄉村社會關係中，成為影響國家與鄉村社會關係變化的重要變數。國

家與鄉村社會不僅僅是鄭永年（2014）所稱的相互構造、相互影響的動

態過程。從湘西微信群的研究來看，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關係仍然複

雜，二者顯現出了相互博弈、互動、滲透、拉鋸以及塑造等現象。當

下難以下結論的是：互聯網時代，中國未來究竟是國家對鄉村社會的

影響更大，還是鄉村社會對國家的影響更大。僅從湘西村級微信群而

言，網絡空間中的互動及其影響仍以實體關係的強弱為基礎。如果國

家迴避基層社會治理問題，村民治理參與的自我效能就會降低。若村

民要進入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域，亦往往需要掌握數字技術、具備理

性表達能力以及自我權利意識等。村民進入網絡空間並不意味著村民

就在參與鄉村社會治理。網絡空間中的鄉村社會治理往往陷入「行政有

效、治理無效」（林尚立，2016）的困境。

研究限制

本文中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理論是二元而不是多元的。一旦鄉村治

理主體表現出多元性，「國家—社會」範式下的理論框架就會存疑。本

文尚未深度探討的是代理人與基層行政人員的複雜性。另外在深度訪

談上，本文很難在A村對部分基層行政人員進行深度訪談，我訪談了

其他地區同一級別、同一職位的行政人員以完成研究。本文很難擺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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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的時間性、條件性及環境性的限制，這是社會科學的宿命，

也是中國研究的複雜性和趣味性所在。

未來研究建議

鄉村社會治理現代化關係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國未來鄉村治

理研究或可從以下層面進行：一是，在互聯網時代，中國鄉村社會自

發形成的網絡公共領域如何形成、其條件如何、其治理效果如何，與

本文中的「網絡微觀公共領域」有何區別，其所釋放的治理效能又有何

不同；二是，中國不同時代、不同地方、不同層級的國家與社會均有

其不同，本文對國家與鄉村社會進行了分解研究。未來如若出現了新

的具體的普遍性研究案例，或可再探討國家與鄉村社會關係以拼湊出

中國國家治理的宏觀理論圖景；三是，在數位化時代，中央、地方政

府以及鄉村社會三者的溝通互動如何影響鄉村社會治理。未來的研究

仍然需要更多的經驗材料以進行深度探討，才能形成更全面的中國鄉

村治理理論。

註釋

1 帕累托最優理論指的是資源最優化配置的狀態。由意大利經濟學家維爾弗
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提出。

2 深度訪談材料，2021年12月29日，A村駐村幹部PQS。1992年出生，碩
士研究生畢業。

3 源自2020年10月，湘西W縣湘西為民群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佈的《關
於W縣湘西為民村級監督服務微信群運行情況的通報》（月報）。

4 深度訪談材料，湘西州紀委宣傳部TXX。
5 深度訪談材料，2020年12月18日，湘西州紀委宣傳部TXX。
6 研究員按照微信群的實名備註進行整理。需要解釋的有：（1）有的地方將
駐村幹部（鎮）也稱為「包村幹部」；（2）其中「支援工作隊」為幫扶單位行政
人員；（3）為加強對村莊綜合治理，2019年湘西實行一村一輔警，A村有
輔警一名。輔警主要是完成縣公安局對村的工作；（4）「網信湘西」則是湘
西自治州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在A村設置的網絡輿情觀察點；（5）為促進A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3).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9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村農業、扶貧，「A村為民群」也吸納了科研機構、大學等技術人員，研究
員並未將其列出。

7 2020年12月村兩委換屆，村支書和村主任一肩挑。
8 說明：本文數據統計的原則為：只要發佈就計入統計數據中。但剔除了村
幹部發佈的每日村委會值班的信息。約自2020年8月規定，「湘西為民群」
需要公佈村委每日值班人員的聯繫方式。

9 根據訪談對象的要求，其訪談方式也不同，主要有微信語音、電話。其中
僅有一封書面回覆。訪談時間最長為1小時8分鐘，最短為11分鐘。本文
將訪談時間超過30分鐘的稱為「深度訪談」，訪談時間低於30分鐘的，稱
為「訪談」。

10 訪談材料，2020年10月8日，A村村民XYM。
11 深度訪談材料，2020年10月12日，A村村支書YX。
12 A村為民群聊天記錄，2019年10月2日。
13 A村為民群聊天記錄，2020年11月5日。
14 深度訪談材料，2021年4月23日。X縣F鎮黨委書記XY。
15 研究員未具體備註到具體準確的田野時間。
16 「火塘」是湘西的一種生活文化，白天煮飯，晚上烤火取暖，能夠容納五到
八人圍坐取火。

17 吉首是「吉首市」，為湘西自治州行政區首府。
18 訪談材料，2020年12月6日。LY原為選調生，後在Y縣宣傳部工作四
年，再通過遴選進入湘西州委某部單位。

19 A村為民群聊天記錄，2020年9月21日。
20 A村為民群聊天記錄，2020年9月21日。
21 深度訪談材料，2021年4月23日。X縣F鎮黨委書記XY。
22 A村為民群聊天記錄，2020年9月6日。
23 深度訪談材料，2021年4月23日（補充訪談資料）。A村駐村幹部，TKX

（微信群管理人員）。1991年出生，2017年考入鄉鎮公務系統。
24 A村為民群聊天記錄，2019年10月19日。
25 座談會，2021年4月19日，H省B市網信辦副主任ZH。大學文化水平，
男，在B市網信辦工作五年，1982年出生。

26 A村為民群聊天記錄，2020年9月8日。
27 「兩不愁」、「三保障」指的是農村貧困人口脫貧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標。
「兩不愁」指的是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指的
是，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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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訪談材料（文檔回覆），2020年12月29日， 鎮紀委PH。1989年出生，
2017年進入公務系統工作。

29 A村為民群聊天記錄，2020年10月8日，A村村支書YX。
30 訪談材料，2020年9月8日，村民SQ。SQ1975年出生，小學未畢業。

31 深度訪談材料，2021年4月23日。X縣F鎮黨委書記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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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村民XYM。XYM，1965年生，女，小學未畢業。未享受扶貧政

策，在家務農，孫女兒上學的時候陪讀在縣城。
2. 村民SQ。1975年生，男，小學未畢業。未享受扶貧政策。過去在

外務工，現在在家務農，在微信群發言較多，與村主任有過爭執。
3. 村民GE，1965年生，女，小學畢業。未享受扶貧政策，在外務工。
4. 村民GXA，1959年生，男，小學畢業。享受扶貧政策，在外務

工，與GE為兄妹。
5. 村民XE，1955年生，小學未畢業。享受扶貧政策，殘疾。腿腳不

方便，在村務農、做小生意。
6. 村民CF，1953年生，男，初中文化水平。未享受扶貧政策，日雜

百貨店老闆。
7. 村民XB，1986年生，男，初中文化水平。享受扶貧政策，父親早

年去世，在外常年務工。
8. 村民XJY，1935年生，男，未讀過書。但自學識字、讀寫詩詞，

享受扶貧政策，後其低保被取消，他認為主要原因是孫女和村主

任的衝突。
9. 村民HSB，1950年生，男，初中文化水平。未享受扶貧政策，久

病不去醫院，患有胃癌。
10. 村民HY，1982年生，男，高中未畢業。未享受扶貧政策，獲徵地

補償款，在外做生意。
11. 村民YZ，1942年生，男，初中文化水平。未享受扶貧政策，留守

老人，與XJY為朋友。
12. 村民ZDP，1994年生，女，高中未畢業。未享受扶貧政策，在省

會城市餐館裡從事服務員，在微信群中較為沉默。
13. 村民WXJ，1985年生，女，高中文化水平。未享受扶貧政策，在

常德自主創業，也會在微信群中進行公共政策諮詢。
14. 村民SJ，1989年生，大專水平。享受扶貧政策，在家賦閑，偶爾

在城鄉開車接送人，曾是村小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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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村民WXH，1996年生，高中文化水平。未享受扶貧政策，在家務

農，是村中的水泥工，姐姐已嫁人。
16. 村民SZL，1943年生，未讀小學。是城市工地的建築工，地點不

固定，沒有工作的時候在家務農，未享受過扶貧政策。
17. 村民ZZ，1946年生，女，未讀過書。她有兩個兒子，其中一個兒

子去世，一個兒子在村中游手好閑，享受扶貧政策。
18. 村民PYK，1951年生，男，高中未畢業。享受扶貧政策，在家務

農，偶爾和村民SZL一起出門務工。
19. 村民WG，1941年生，女，未讀過書。70歲改嫁，平時做小生

意、務農生活，享受過扶貧政策。
20. 村民HEL，1992年生，男，高中未畢業。未享受扶貧政策，高中

期間專職從事遊戲直播，後因父母原因在外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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